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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古迹所折射的儒释道关系
邱洪瑞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登封古迹众多，儒释道三家文化都在登封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基于系统论的视域，
考察登封古迹，可以发现儒释道在中华文化中所呈现的复杂微妙关系：一是尔消我长，各领风骚。

嵩阳书院的盛衰兴废体现了儒释道三者在中国大地上尔消我长、各领风骚的互动关系。它们的地

位与影响常常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以及帝王的喜好而发生改变。二是彼此借鉴，相互吸收。嵩山

少林寺和嵩阳书院新儒学的创立，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互相吸收、彼此融合的现

象。三是和而不同，各具特色。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即是三教一体、相

互取法又各具特点的一个证明。三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最终的共生共荣，在世界文化中堪称奇

迹，这对于正确处理当代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纷争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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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８月，河南省登封市“天地之中”嵩山历
史建筑群申遗成功，这表明嵩阳书院、少林寺、中岳

庙等横跨２０００多年历史之古建筑群的多元文化价
值获得了世人的承认。登封嵩阳书院是中国四大书

院之一，汉三阙是中国最古老的国家级祭祀礼制的

建筑典范，代表儒家文化；千年古刹———少林寺名扬

天下，代表释家文化；中岳庙作为五岳中保存得最

好、面积最大的道观，则代表道家文化。千百年来，

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儒释道三家文化

都在登封市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印记，这充分体现了

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融汇天下文明，中原文化具有

包容性、先进性与连续性的特点。但时至今日，学术

界对“天地之中”所映现的多元文化的内涵、所折射

的儒释道三者复杂微妙的共生关系及其对现代社会

的启示并未进行应有的充分研究。

钱学森指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

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们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

部分”［１］。在此意义上，如果把绚烂多姿的中华文

化视为一个有机系统来探讨，把儒释道三者视为系

统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不同要素

来进行研究，则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本

质和儒释道三家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

从而更好地传承华夏文明。本文拟通过对登封古迹

的文化考察，揭示其所折射出的儒释道共生关系。

　　一、尔消我长，各领风骚

儒释道三家各有自己的典籍与理论。释与道是

公认的宗教，儒学是否属于宗教向来存有异议，但南

北朝以来，三家时或并称“三教”（如陶弘景言“百法

纷凌，无越三教之境”）。为了实现各自的社会抱

负，一千多年来，三者之间的竞争始终在或明或暗、

或激烈或温和地进行着。竞争的结果是，儒释道三

者在社会上呈现出一种尔消我长、各领风骚的发展

态势。在登封众多的历代古迹中，嵩阳书院的历史

沿革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三者在不同时代强弱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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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风骚的特点。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中国，最初流行于社会上层，

随后兴于民间，迅速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华文化的基

本面貌。嵩阳寺初建于公元４８４年，即北魏孝文帝
太和八年，其创建人为生禅师。《中岳嵩阳寺碑》碑

文记载：“有大德沙门生禅师，游三空以归真，德香

普薰，乃皇帝倾心以师资，朝野望风而屈膝。此山先

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永辞沸镬，拯拔群

品，远离炎炉；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当中岳之要害，

对众术之抠耳；乃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

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建造伽蓝，筑立塔殿，

布置僧坊，略深梗概。”由这段碑文可知，生禅师深

得孝文帝倾心，可谓荣极一时，在皇家的大力扶持之

下，选择临近浚涧、修林之处建造了嵩阳寺。碑文还

记载了嵩阳寺初建时冠绝古今的奢华：

远望则迢亭巍峨，仰参天汉；近视则崔嵬俨嶷，

旁魄绝望，自佛法光兴，未有斯壮也。禅师指麾，成

之匪日。

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盛况

空前，“梵宇之胜，甲于中土”［２］。嵩阳寺的建造背

景如此的恢弘，吸引了当时不少名流，以致学识、才

干超人的司空裴衍竟上表请辞，隐居于嵩山，继生禅

师之后任嵩阳寺寺主。佛教在当时影响之大，于此

可见一斑。自汉魏至南北朝时代，佛教方兴未艾，蓬

勃发展，登封境内的嵩岳寺、少林寺、会善寺、嵩阳寺

（嵩阳书院的前身）皆创始于这一时期。这说明佛

教传入中国后被迅速地纳入中华文化大系统，并深

刻地影响着社会各界。

佛教传入中国后即刺激了中国本土宗教———道

教的产生与发展。道教产生之初，其现世性吸引了

大批徒众，但其典藏与理论建设尚无法与佛教抗衡，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道

士曾一度短暂地占据政治上的优势，然而在整体上

它的影响力尚远不及佛教。道教真正的兴盛是在隋

唐以后。隋代推崇道教，隋炀帝杨广对王远知、孔道

茂等道士十分敬重，而道士潘诞自言３００岁，声称能
为隋炀帝合炼金丹，使其长生不老。公元６１２年，隋
炀帝遂将嵩阳寺改为嵩阳观，作为潘诞炼丹之

所。［３］嵩阳寺的改制见证了道教在隋唐的勃兴。

道教在唐初被列为三教之首。道士人数不断增

加，道观遍布全国（开元年间，嵩阳观旁又另建天封

观）；道教的经典书籍也日益增多，并汇编成《道

藏》；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被皇帝召请入宫，讲道说

法。公元６８３年，唐高宗李治携武则天两访在嵩山

修道的上清茅山派宗师潘师正，均以嵩阳观为行宫。

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嵩阳观道士孙太冲炼制九转仙

丹，至今仍耸立于嵩阳书院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

感应之颂》碑（公元７４４年刻立）叙有其事。唐代著
名文学家韩愈、大诗人白居易、褚光羲等人，亦曾至

嵩阳观、天封观游览，留有题记或诗篇。可见，嵩阳

观代表的道教文化曾盛极一时。

五代时期，连年兵乱，社会动荡，道教在全国的

尊崇地位早已不复存在，而不少儒生对于形上学及

性命之学的问题渐感兴趣，于是他们开始了对儒学

的反思与讨论。一些文人遂把办教育、授孔道视为

己任，开始寻找讲学场所。后唐清泰年间，进士庞式

与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开始聚集在嵩阳观读书

讲学。此时不少讲学者兼好佛道，如学者郑遨、种放

俱好道，有隐士情结。公元９５５年，后周世宗柴荣将
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藏书楼、斋房等，由佛寺

转变的道观复又改为儒生文人读书讲学之所。公元

９９５年，宋太宗赵光义向太乙书院颁赐９经：《易经》
《尚书》《诗经》《周礼》《礼记》《孝经》《左传》《论语》

《孟子》，这标志着这块在历史上曾分别代表过释、道

发展顶峰的宝地最终演变成了儒学重镇。公元１０１０
年，宋真宗赵恒再次向书院赠赐经、史、诸子等书，并

且设置了学官，又重修了书院，儒学在书院得以进一

步发展。公元１０３５年，太乙书院改名为嵩阳书院，该
名称沿用至今。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曾长期讲

学于此，遂使嵩阳书院赫然成为儒学的制高点、新儒

学的发源地。新儒学上承孔孟，旁融释、道，宋以后终

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文化正宗。

金元时期，北蛮入主中原，儒道中落，读书人沦落

到“九儒十丐”的地步，嵩阳书院复又成为道教传教

之所。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１１６１—１２８９年），嵩阳
书院改名承天宫。元慧宗至正年间（公元１３４１—１３６８
年），承天宫又更名为嵩阳宫，呈现出一派“惆怅茂陵

无限树，荒丘残陇草菲菲”（〔明〕黄克晦《嵩阳宫三将

军柏》）的荒凉景象。明代中期以后，逐渐恢复了嵩

阳书院的名称和建制，但景况不似当年，已是“门前冷

落鞍马稀”了。

嵩阳书院的盛衰兴废体现了儒释道三家尔消我

长、各领风骚、变动不居的关系。当然，三者的斗争

表现出的并非简单的时代兴替，它们的竞争无时不

在，它们的地位与影响常常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尤

其是帝王的喜好而发生改变。

　　二、彼此借鉴，相互吸收

季羡林曾说：“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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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

么辉煌灿烂，如果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

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

中的流星。”［４］同样，依照系统论的观点，一个与外

部环境完全隔绝的系统，被称为封闭系统，而任何封

闭系统只能是毫无生机的死系统。中华文化作为一

个大的系统，正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注入而焕发出新

的活力。在这个大系统里面，儒释道三者各自作为

低一层次的系统而存在，它们彼此吸收着其他系统

的养分来发展壮大自己，呈现出一种彼此借鉴、相互

吸收的关系。

儒释道三者相比，道教的正式形成时间较晚，它

最初的理论底子很薄，于是“一方面拼命反对佛教；

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袭佛教的学说。《太平

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５］。对儒、佛营养的吸收

一直伴随着道教后来的发展。从北魏道士寇谦之在

嵩山修道时对道教的改革亦可看出端倪［６］（Ｐ１７７７）：

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

卯，忽遇大神……谓谦之曰：“……汝宣吾《新科》，

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

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

服食闭练。”

中岳庙的前身为太室祠，始建于秦（公元前

２２１—２０７年），为祭祀太室山神的场所。北魏时，祠
址经过３次迁移后，定名为中岳庙，从此由道教管
理。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记载，东汉张陵学

道于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迷惑百姓，自称天师，受

其道者出米五斗，故人称他为“米贼”。张陵死后，

其子孙继传其业。寇谦之在嵩山修道，决心对道教

实行变革，他“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

之术”，肃清了道教教旨与管理的混乱状态；他“专

以礼度为首”，借鉴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

祭祀仪式，逐步建立起了道教的各种仪式、制度，一

改道教只是装神弄鬼的民间形象。更难能可贵的

是，在宰相崔浩鼓动北魏太武帝灭佛之时，寇谦之还

曾极力劝谏［６］（Ｐ１７６７）：

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

安沙门，焚破佛像……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

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

佛教中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

哲学传统，其教义多与中华文化相冲突。一是中华

文化倡导积极入世，而佛教则提倡出世。二是中华

文化重家庭伦理，以孝悌信义为做人准则；而佛教讲

出家，断六根，弃父母妻子。三是中华文化形成于农

耕时代，倡导遵守等级制度以维系社会与家庭之稳

定；而佛教提倡人人平等、无君无臣。［７］因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中道宗与道家思想的相互作用导致‘禅宗’的兴

起，它既是佛家，而在思想上又是中国的，后形成中

国佛教的一个宗派。”［８］

作为禅宗祖庭的嵩山少林寺很好地诠释了佛教

吸收中国儒、道文化的现象。少林寺创建于公元

４９５年的北魏太和年间，由孝文帝为安置他所敬仰
的印度高僧跋陀而敕建。公元５２７年，佛祖释迦牟
尼“教外别传”第２８代传人菩提达摩到达少林寺，
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由南梁至北魏，他最初

在南梁传教并不顺利，据说还遭到了迫害。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他能在嵩山面壁，开创能够吸收儒、道

思想并适应中国环境的禅宗是颇合情理的。此后少

林寺高僧辈出，其发展尽管时有起伏，但在总体上走

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化的道路。《皇唐嵩岳少林寺

碑》所记“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说明禅宗已与

儒家积极入世、忠君爱民的思想完全相合。其后，元

代的少林寺主持雪庭福裕不仅心系苍生，拯救天下

万民，甚至还创立了少林寺“七十字辈”世谱，使少

林寺表现出一种儒、释融会的“孔门禅”的特征。［９］

另一方面，少林寺于禅之外，并重武、医，这显然是借

鉴了道教重养生的思想。

儒家对释道思想的吸收，典型地体现在嵩阳书

院新儒学的创立上。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

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理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在嵩阳书
院讲学，程颢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教养、考察

等规条，受业生徒常达数百人之多。当时，在嵩阳书

院东不远的万岁峰下，有一座崇福宫，是专为皇帝祈

求福佑的场所，其主事者都由朝廷委派。著名学者

范仲淹、司马光及理学大师朱熹等人都曾在此任教，

他们在政事之余，常来嵩阳书院讲学，嵩阳书院遂成

为理学的重要发源地。不少理学家表面上排斥释道

之学，实际上却融贯释道，如周敦颐研究和发挥《易

传》中的观念，将道教的图表示为《太极图》，借以阐

发其性命之学。又如朱熹曾借用佛教“月印万川”

的比喻，说明“理一分殊”的思想，把天理看做一切

价值的源泉：“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

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１０］这种融

汇释道的思想方法对后世儒学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

远的。

　　三、和而不同，各具特色

在中华文化这个有着明显的开放包容特点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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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儒释道三者既存在竞争关系，又彼此融会贯

通。它们这种特殊的关系早已被历代有识之士所认

知。唐高祖李渊在其诏书中称“三教虽异，善归一

揆”。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

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三

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

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１１］这种“三

教”共生共荣、三者合一的认识，在登封古迹中亦多

有体现，如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的《混元三教九流

图赞》碑（明嘉靖四十四年所立）不仅刻有“佛教见

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等

赞语，而且从左中右３个方向，可分别看见孔子、释
迦牟尼、老子的雕像，真可谓三圣合体、三者归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者相互取法，并行于世，在深

层的人类价值定位上都很敬畏自然，但它们并没有

丧失其自身的特点，而是保留了各自的主体性，和而

不同，各有特色。

在社会价值方面，儒释道三者各有其适宜的社

会分工。公元１１７１年，南宋孝宗皇帝赵
!

著《原道

论》［１２］：

朕观韩愈《原道论》，谓佛法相混，三道相绌，未

有能辩之者，徒文烦而理迂耳。若揆之以圣人之用

心，则无不昭然矣……夫佛老绝念，无为修身而已。

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

机杼而织，后世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

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斯可也。

赵
"

以皇帝之尊提出了“以佛修心，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的观点。其后的清代雍正皇帝胤?也说

要“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元代刘谧《三

教平心论》［１３］说：

儒教在中国，使纲常以正人伦以明，礼乐刑政四

达不悖……道教在中国，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

持，一洗纷纭镋頦之习，而归于静默无为之境……佛

教在中国，使人弃华而就实，背伪而归真。由力行而

造于安行，由自利而至于利彼。其为生民之所依归

者，无以加矣。

刘谧也阐明了儒释道三者的特点以及三者的互

补关系。儒家的特点是积极入世，在社会管理上富

有成效，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的确

立都与儒家的观念密不可分。道教的特点是关注个

体，善于治身，中国文化浪漫与洒脱的一面浸润着道

教的思想。佛教的特点是治心，是世人涵养性情、舍

伪归真、消除烦恼的最后归依。如此看来，三者各有

所长，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诸元素构成的综合体，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系统

无所不在。正是基于系统论的视域，我们考察了登

封古迹所蕴涵的儒释道文化，分析梳理出两千多年

以来儒释道三家在中华文化这个大的系统中存在着

的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三家文化在中国中原的发

展历程及其最终的共生共荣，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

奇迹，这对于正确处理当代全球化浪潮中的不同民

族、文化的纷争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示范意义。当

今时代，人类面临着种族冲突、文化碰撞、核战争威

胁、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的问题，这就尤其需要具

备大局意识和系统论的整体思维方式。人类各种文

化只有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多种

形式的对话和合作，在竞争中相互学习，才能共同

提高。

［参　考　文　献］

［１］　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
［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２１．

［２］　〔清〕景日畛．说嵩［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４７．

［３］　宫嵩涛．嵩阳书院［Ｍ］．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１：４．

［４］　季羡林．我和佛教研究［Ｃ］／／季羡林谈佛．武汉：武汉
出版社，２０１１：３．

［５］　季羡林．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Ｃ］／／季羡林谈佛．
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０９．

［６］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１７６７．

［７］　许嘉璐．禅宗———中外文化相融之范例［Ｃ］／／未央集：
许嘉璐文化论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０４．

［８］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１０．

［９］　徐长青．少林历史与文化［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８：１３３．

［１０］〔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八［Ｍ］．济南：山东友谊
书社，１９９２：７１４．

［１１］〔明〕朱元璋．三教论［Ｃ］／／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２：１４５－１４６．

［１２］〔宋〕赵
!

．原道论［Ｃ］／／古今图书集成．成都：巴蜀书
社，１９８５：６０４３９．

［１３］刘谧．三教平心论［Ｍ］．合川慈善会．会善堂刻本，
１９１４：１－２．

·２１·


